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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居民家庭债务攀升与财富焦虑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当前侧重于知识与技能的财经素养教育尚不足

以有效提升家庭的整体幸福感。本研究旨在回应这一现实困境，尝试从中国本土文化视角出发，构建一

套以家庭幸福为最终导向的财经素养教育价值体系。研究采用理论思辨与体系建构的方法，创造性地转

化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利之辨”核心思想，并将其作为审视现代家庭财经生活的文化基石。研究认为，

财经素养教育的根本目标应实现从“财富最大化”到“家庭福祉优先”的范式转换。基于此，本研究构

建了一个包含三大核心维度的价值体系：一是以“审慎稳健”为内核，追求财务健康的“义”；二是以

“和谐共享”为依归，实现家庭关系的“利”；三是以“长远发展”为目标，探索代际传承的“道”。

该价值体系将实现财务健康的技术性目标与促进家庭幸福的人文性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最后，本研究

从宏观(国家政策与社会环境)、中观(学校教育与社区协同)和微观(家庭内部实践)三个层面，探索了该价

值体系的实现路径，以期为我国财经素-养教育的本土化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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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ising household debt and increasing wealth anxiety in China, the current 
financial literacy education, with its emphasis on knowledge and skills, is proving insufficient to 
effectively enhance family well-being. This study aims to respond to this dilemma by constructing a 
value system for financial literacy education oriented towards family well-being, from a native Chi-
nese cultural perspective. Employing a non-empirical approach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this research creatively transforms the core idea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
sophical “Debate on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 using it as a cultural cornerstone to examine modern 
family financial life.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financial literacy education should 
undergo a paradigm shift from “wealth maximization” to “prioritizing family well-being”. Based on 
this premise, the study constructs a value system comprising three core dimensions: 1) Prudence 
and Stability, pursuing the “Righteousness” of financial health; 2) Harmony and Sharing, achieving 
the “Profit”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3) Long-term Development, exploring the “Path” of inter-
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This value system organically integrates the technical goal of achieving 
financial health with the humanistic objective of promoting family happiness. Finally, the study ex-
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 this value system at the macro (national policy and social en-
vironment), meso (school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and micro (internal family 
practice) level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localized de-
velopment of financial literacy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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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近年来，财经素养(Financial Literacy)已成为衡量个体适应现代社会、实现个人福祉与家庭幸福能力

的关键指标，其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共识。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代表的国际机构，

自 2012 年起便将财经素养纳入其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的测评体系，标志着财经素养教育已上升为衡

量国家基础教育质量与国民未来竞争力的全球性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对财经素养教育的重视程度也

与日俱增，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要求将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然

而，在政策大力推动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家庭面临的严峻现实悖论。一方面，居民部门

债务水平攀升迅速，家庭杠杆率从 2012 年的 33.8%激增至 2021 年的 72.2%，房产净值在家庭财富中占

比畸高，城镇地区一度达到 69.70%。另一方面，这种巨大的经济压力催生了一种兼具“理性计算”与“感

性情绪”的“计算式焦虑”(calculative anxiety)。阎波等人的研究精辟地指出，家庭的“负财富构造”(如
过度负债)会系统性地侵蚀家庭财富与稳定，是导致幸福感降低的关键心理变量。这种现象导致许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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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物质财富有所增长，但幸福感并未得到同等提升，甚至陷入了“财富越多，焦虑越重”的困境[1]。 
面对这一困境，现行的财经素养教育模式暴露出其内在的局限性。当前我国的财经素养教育研究与

实践，虽然在知识普及和技能培训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往往存在重“术”(skills)而轻“道”(principles)
的倾向。无论是学校课程、金融机构的投资者教育，还是市场化的财商培训，其内容多侧重于金融工具

的介绍、财富增值的技巧以及风险防范的策略。这种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教育范式，其底层逻辑依

然根植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旨在提升个体实现财富最大化的效率。然而，这种范式恰恰忽视了问题

的核心：指导个体与家庭进行财经决策背后的价值体系是什么？当教育内容过度聚焦于“如何赚钱”和

“如何投资”时，它非但不能缓解，反而可能加剧家庭的“计算式焦虑”。它将家庭生活简化为一张资产

负债表，却无法回答更根本的问题：财富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财富来构建一个幸福和

谐的家庭生活？正如张男星等人所指出的，带有较强西方价值取向的财经素养概念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

主体价值追求和文化习性[2]。 
综上，当前我国的财经素养教育研究与实践，虽然在知识普及和技能培训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

往往存在重“术”而轻“道”的倾向。因此，本研究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我们应如何

超越单纯的知识传授，构建一个以家庭幸福为终极目标的财经素养教育价值体系，并探索其有效的实现

路径？ 

2. 理论溯源：“义利之辨”的传统内涵与现代回响 

2.1. 西方财经素养教育的源流与理论模型 

财经素养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社会议题，最早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重视与发展。美国在这一领域

起步较早，自 2003 年国会通过《财经素养和教育促进法案》并成立财经素养教育委员会以来，便将提升

国民财经素养作为一项持续的国家战略。受其影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相继将财经素养教

育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政策与实践体系。 
在理论层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界定具有广泛影响力。OECD 认为，财经素养是指个体

为做出合理的财经决策并最终实现个人财经福祉(Financial Well-being)所需的财经意识、知识、技能、态

度和行为的综合能力。这一定义的要义在于，它将财经教育的最终目标指向了“福祉”，而不仅仅是财

富的积累。在实践层面，以美国高校为例，已经探索出多种教育模式，包括交互式网络课程、课堂本位

教学、项目本位活动以及个体咨询等，为财经素养的普及提供了多样化的途径。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主流的财经素养理论模型，其底层逻辑往往根植于以“理性经济人”为

假设的现代经济学，强调个体通过理性计算实现利益最大化。这种模型虽然在提升个人财务管理技能方

面卓有成效，但其对文化特殊性的考量相对不足，对于幸福感等更复杂、更主观的福祉概念的关照亦有

其局限性。 

2.2. 国内财经素养与家庭幸福研究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市场的日趋复杂，国内学界对财经素养问题的关注度也日益提高，

并产出了一系列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 
首先，在财经素养的本土化界定方面，中国学者致力于构建更符合国情的理论框架。其中，辛自强

等人提出的财经素养“三元结构”理论颇具代表性，该理论认为财经素养是财经知识、财经能力和财经

价值观三者的综合体[3]。这一结构不仅涵盖了知识与技能，更将价值观作为核心维度之一，为本研究的

价值体系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由中国财经素养教育协同创新中心研制的《中国财经素养教育标

准框架》则提供了更为细致的操作性定义，其提出的“五维三标”模型，特别是纳入了“财富与人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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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满人文关怀的维度，体现了对本土价值观的尊重与融合[4]。 
其次，在财经素养对家庭财务行为的影响方面，国内的实证研究已积累了丰富证据。研究普遍证实，

较高的财经素养水平能够引导家庭做出更优的财务决策。例如，崔泽园的研究发现，改善居民金融素养

能够通过帮助家庭避免过度负债、促进家庭制定理财规划以及参与养老保险等路径，有效提升家庭金融

幸福感[5]。陈蕾等人也指出，家庭预算管理、财务规划、债务管理与储蓄习惯等积极的财务行为，都与

财经素养密切相关[6]。 
再者，在家庭财务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方面，研究揭示了二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家庭

负债作为一种普遍的财务压力源，被证实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作用机制包括挤占闲暇

时间、加剧心理抑郁以及导致财务困境等。阎波等人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计算式焦虑”的概念，指出

家庭的负财富构造(如过度负债)会侵蚀家庭财富与稳定，是导致幸福度降低的关键心理变量。但另一方面，

研究也发现，财经素养在这一负向关系中扮演了关键的“缓冲器”角色。何启志等人的重要发现指出，

认知能力和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缓解负债对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这表明，财经素养不仅能创造福

祉，更能保护家庭免受财务压力的过度冲击[7]。 

2.3. 现有研究评述与本研究的切入点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财经素养与家庭幸福的研究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了二者间的正向

关联，并初步揭示了其作用机制。然而，深入反思现有文献，仍可发现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理论空间，

这也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切入点。 
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倾向： 
重工具轻价值：大量研究将财经素养视为一种提升财富管理效率的“工具箱”，聚焦于其技术性和

功能性，而对其背后应由何种价值观来引领的探讨则相对不足。 
重实证轻思辨：研究多采用量化方法检验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这对于揭示现象卓有成效，但对于这

些关系背后深层的文化逻辑与哲学意涵则较少触及。 
重移植轻本土：部分研究在概念界定和理论框架上直接借鉴西方成果，虽具参考价值，但可能忽视

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正如张男星等人所指出的，带有较强西方价值取向的财经素养概念

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主体价值追求和文化习性。 
因此，本研究的切入点在于，响应上述研究不足，尝试从中国本土文化与哲学思想的宝库中汲取智

慧，特别是将传统“义利之辨”的核心思想创造性地融入现代财经素养教育的理论建构中。 

3. 理论溯源：“义利之辨”的传统内涵与现代回响 

任何教育体系都深植于其所在社会的文化土壤之中。要构建一套真正符合中国国情、能够导向家庭

幸福的财经素养教育体系，就必须回溯其文化根源，从传统智慧中汲取养分。 

3.1. 家庭财富观念与焦虑的质性素描 

纯粹的理论演绎难以捕捉现实生活的复杂肌理。通过对现有关于中国家庭财富、收入及消费观念的

调查报告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勾勒出几类具有代表性的家庭画像，这些画像生动地展示了传统“义利观”

在现代社会中的回响与变形，以及“计算式焦虑”的具体表现。 
案例一：背负“房与孩”的焦虑中产家庭 
画像与决策：典型城市双职工家庭，财富高度固化于房产。其财务决策核心是为子女教育和未来养

老进行“防御型”投资，将此视为家庭最大的“义”与“利”。这驱使他们为学区房和课外辅导投入巨额

资金，导致现金流紧张，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因对未来的精密计算和过度风险对冲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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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在“悦己”与“负债”间摇摆的青年家庭 
画像与决策：受消费主义影响的“95 后”夫妇，追求“悦己”和“体验式”消费，将其视为情绪价

值与社交认同的来源。其财务决策呈“当下导向”和“情绪驱动”特征，频繁使用信贷工具“超前消费”。

他们在即时“利”(个人愉悦)与长远“义”(财务稳健)间的摇摆，反映了消费社会中的价值迷失。 
案例三：坚守“稳健”但错失“机遇”的传统储蓄家庭 
画像与决策：信奉“勤俭持家”的退休职工，财富以银行存款为主，拒绝风险投资，认为守住财富、

不给子女添麻烦是最大的“义”。这种极度保守的决策虽带来了内心的安宁，却因缺乏与时俱进的理财

知识(“术”)，导致资产在通胀中面临贬值风险，损害了家庭的长远之“利”。 
这三组案例清晰地表明，传统“义利之辨”的文化基因，正以新的形式嵌入现代家庭的财务决策，

并与经济压力、消费文化交织，共同塑造了当代中国家庭的财富图景与焦虑来源。 

3.2. “义利之辨”的历史流变与核心思想 

“义利之辨”最早由先秦儒家提出，其核心思想并非对“利”(物质利益)的全盘否定，而是强调“利”

必须以“义”(道义、责任、正当性)为前提和准绳。孔子提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奠定了这

一思想的基调，即一个人的品格高下，体现在他处理道义与利益关系时的价值排序。这一思想体系主要

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以义为先：强调道义的优先性。在面对利益诱惑时，应首先思考其是否合乎道义，即“见利思义”。 
以义制利：承认获取利益的正当性，但必须通过符合道义的手段，即“以义取利”。反对不择手段、

唯利是图的行为。 
义利合一：追求道义与利益的和谐统一。最高境界的“利”是“国之大义”和“民之大福”，个人的

财富追求应与家庭责任、社会贡献相结合。 
这种价值观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对财富、商业与人生的基本看法，形成了一种将经济活动与

伦理道德统合思考的文化传统，这与西方文化中倾向于将财富与道德二元分化的视角有所不同。 

3.3. 传统“义利观”对现代家庭财富观念的潜在影响 

尽管社会形态已发生巨变，但传统“义利观”的深层影响依然可以在现代中国家庭的财务观念与行

为中找到回响。 
首先，传统文化中对家庭责任的“义”的强调，深刻影响着家庭的储蓄与负债行为。中国居民家庭

普遍存在为未来(如子女教育、养老)而进行高储蓄的倾向，这背后是对家庭长远福祉负责的道德自觉。相

应地，许多家庭对负债行为持有审慎甚至排斥的态度，认为举债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且碍于“面子”

问题，羞于向他人开口借款。尤其是在亲友间的非正规借贷中，偿债压力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维持人

情关系与社会声誉(“面子”)的道德压力，这使得非正规金融负债对主观幸福感的抑制作用可能更强。 
其次，对子女教育不计成本的投入，是“义利观”在代际传承中的现代体现。将家庭资源优先投入

到子女教育中，在许多中国父母看来，是为家庭的未来谋求最大“利益”的、不容置疑的“道义”与责

任。然而，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背景下，这种观念也演变为现代家庭“计算式焦虑”的重要来源，成为导

致城市家庭陷入“负财富构造”漩涡的主要因素之一。 

3.4. “义利之辨”的现代转化：构建本土化财经素养教育的文化基石 

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金融环境与普遍的财富焦虑，对传统“义利观”进行创造性转化，是构建本土

化财经素养教育体系的文化基石。 
第一，以“义”匡正目标：从财富最大化转向家庭福祉优先。现代社会盛行的物质主义风气，往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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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绝对数量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尺，这正是导致个体焦虑、抑郁和幸福感低的重要原因。以“义利观”

为校准，财经素养教育的首要目标就不应是追求财富最大化，而是家庭整体福祉的提升。这意味着，任

何财经决策的“利”，都应以是否增进家庭和谐、成员身心健康、未来发展这些更根本的“义”作为评判

标准。 
第二，以“义”规范行为：强调财务责任与审慎理性。现代转化下的“义”，可以具体化为一种对家

庭、对未来的财务责任感。它要求家庭成员在面对消费、信贷、投资等决策时，具备审慎理性的态度。具

备较高金融素养的个体，能够通过理性分析，识别金融风险，避免因冲动决策或过度负债而使家庭陷入

财务困境，损害家庭的整体利益。从这个角度看，金融素养所培养的理性规划与风险管理能力，正是现

代财务“道义”的直接体现，也是缓解负债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冲击的关键“缓冲器”。 
第三，以“义”升华“利”：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和谐统一。传统“义利观”追求“义利合一”的最高

境界。在现代语境下，这意味着财经素养教育应引导家庭超越单纯的物质积累，追求更高层次的“利”

——即精神的富足与内心的安宁。当家庭的关注点从单纯投资房产带来的焦虑，转向关注家庭成员身心

健康所带来的快乐时，正是这种价值升华的体现。因此，一个成功的财经素养教育，最终应帮助家庭成

为财富的主人，而非其奴隶，利用财富去实现家庭成员的全面发展与人生价值，这才是通往真正幸福的

“大道”。 
综上所述，将传统“义利之辨”的智慧融入财经素养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义利观

和现代经济金融价值相融合，正是构建具有“世界视野、中国特色”的财经素养教育体系的核心所在。 

4. 体系建构：以“幸福之道”为导向的家庭财经素养教育价值体系 

在对“义利之辨”的文化内涵与现代价值进行溯源之后，本章的核心任务在于，立足于中国文化背

景，并整合现有研究成果，建构一套以“幸福之道”为最终导向的家庭财经素养教育价值体系。这一体

系旨在超越单纯的财富最大化目标，将家庭的整体福祉作为财经决策的根本准绳，为财经素养教育提供

明确的价值引领。 

4.1. 价值基石：从财富最大化到家庭福祉优先 

传统财经教育模式往往隐含一个前提，即其目标在于帮助个体实现财富最大化。然而，大量研究与

社会现实表明，财富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反而可能使家庭

陷入永无止境的攀比与“计算式焦虑”之中，最终侵蚀而非增进家庭幸福。阎波等人(2024)提出的家庭幸

福度公式 ( ) ( ),=h f a w a w 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点：家庭幸福度(h)不仅取决于财富构造值( ( ),f a w )，更与

作为分母的计算式焦虑( ( )a w )成反比。 
因此，本研究提出的价值体系，其基石在于实现一个根本性的目标转换：从“财富最大化”转向“家

庭福祉优先”。这意味着，财经素养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教会家庭如何赚取最多的钱，而是引导家庭

学习如何运用财经知识与工具，去经营和创造一个财务健康、关系和谐、充满安全感的幸福生活。这一

基石与 OECD 将财经素养的最终目标指向实现“财经福祉”(Financial Well-being)的理念不谋而合，并为

整个价值体系确立了“以人为本，幸福至上”的核心导向。 

4.2. 价值维度一：审慎稳健——财务健康的“义” 

在“家庭福祉优先”的基石之上，本价值体系的第一个维度，是将传统“义利观”中的“义”现代

化，诠释为家庭在财务管理中应尽的责任与道义，其核心是追求审慎稳健，确保家庭的财务健康。 
一个家庭对内、对外都负有财务责任。对内，有责任保障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与未来发展；对外，

有责任履行契约、偿还债务。因此，保持财务健康本身就是一种“义举”。这一价值维度包含以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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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债务管理：负债是现代家庭无法回避的经济行为，但过高的债务会显著抑制居民的主观幸福

感。因此，审慎的价值导向要求家庭基于自身偿还能力进行理性借贷，避免因过度负债而陷入财务困境

与心理抑郁。 
有效的风险防范：投资是财富增值的必要手段，但必须以风险可控为前提。该价值导向倡导家庭进

行分散投资，并基于充分的知识储备和理性判断做出决策，而非盲目跟风或投机炒作。 
构建财务韧性：家庭应通过合理的储蓄和应急规划，建立抵御外部风险的“护城河”，降低家庭的

“财务脆弱性”，从而在面对失业、疾病等突发冲击时，能够保持生活的稳定与尊严。 

4.3. 价值维度二：和谐共享——家庭关系的“利” 

如果说审慎稳健是家庭的“义”，那么和睦融洽的家庭关系，则是家庭所能收获的、超越物质财富

的根本“利”。本价值体系的第二个维度，是将“利”的概念从个人经济收益，升华到家庭关系的和谐与

成员的共同成长。 
财务问题是导致家庭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个以幸福为导向的价值体系，必须将财务管理视为促

进家庭凝聚力的工具，而非触发矛盾的导火索。这一价值维度倡导： 
开放的财务沟通：鼓励家庭成员，特别是夫妻之间，就收入、支出、负债和理财规划等问题进行坦

诚、定期的沟通。透明与信任是化解财务分歧、减少猜忌的基础。 
共同的财务目标：引导家庭成员共同设定短期(如旅行)、中期(如购房)和长期(如养老)的财务目标。

共同的目标能够将个体凝聚成一个为共同梦想而努力的团队，增强家庭的向心力。 
公平的责任分担：家庭的财务责任应由成员共同承担，反对将财务压力完全推给某一个人的做法。

通过共同记账、联合决策等方式，培养所有成员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将“你的钱”“我的钱”转变为“我

们家的钱”。 

4.4. 价值维度三：长远发展——代际发展的“道” 

“道”在中国哲学中意指根本规律与长远之道。本价值体系的第三个维度，是将家庭的财经规划置

于一个更长远、跨越代际的视野中，追求家庭能力与价值的永续发展。 
这不仅关乎财富的传承，更关乎智慧与价值观的传承。其核心要点是： 
可持续的未来规划：财经素养教育应引导家庭进行覆盖整个生命周期的财务规划，特别是为养老和

退休生活做好充分准备。积极参与社会养老保险和配置商业养老保险，是实现未来财务安全的重要途径。 
理性的教育投资：承认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是家庭实现长远发展的重要财富构造行为，但同时要警惕

由此产生的过度焦虑。价值体系应引导家庭根据自身能力，进行理性的、可持续的教育投资，注重培养

子女的综合素质，而非陷入军备竞赛式的焦虑消费。 
价值观的代际传承：物质财富的传承是有限的，而财富价值观的传承是无限的。父母最重要的责任，

是向下一代传递审慎稳健、和谐共享的理财观念。从幼儿园、小学到大学，系统性的财经素养教育应贯

穿始终，在家庭内外共同塑造下一代健康的财富观，这才是家庭永续发展的根本之道。 

5. 路径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财经素养教育的实现路径 

一个科学的价值体系，其生命力在于实践。在第三章构建了以“幸福之道”为导向的家庭财经素养

教育价值体系之后，本章旨在探索如何将这一价值体系从理论蓝图转化为可行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

这一路径的实现需要国家社会、学校社区、家庭个人三个层面协同发力，形成一个自上而下引导与自下

而上实践相结合的良性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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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宏观路径：国家政策与社会环境的营造 

国家的顶层设计与社会文化氛围，是塑造国民价值观、引导个体行为的根本力量。要在全社会范围

内推行以幸福为导向的财经素养教育，离不开宏观层面的支持与引导。 
深化国家金融教育战略的价值内涵。我国已出台《中国金融教育国家战略》等重要政策，强调要将

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切实提高国民金融素养。在此基础上，未来的政策应更加明确地

注入“以人为本，幸福至上”的价值导向。政策目标不应仅仅停留在金融知识的普及，更应强调对非理

性负债行为的警示、对金融消费者心理健康的关怀，引导金融机构在发展业务的同时，承担起维护家庭

财务健康的社会责任。 
加强对诱导性金融产品的规制。近年来，市场上出现的“彩礼贷”“墓园贷”等金融产品，利用社会

热点和家庭焦虑进行营销，本质上是构造家庭“负财富”的行为，加剧了社会的“计算式焦虑”。宏观监

管部门应加强对此类产品的规制，抑制其对家庭福祉的侵蚀作用，净化金融市场环境，为家庭的理性决

策提供制度保障。 
营造健康积极的社会财富观。社会舆论与主流文化对家庭的财富观念影响深远。大众传媒应积极倡

导和宣传审慎稳健、勤劳致富、义利并举的财富价值观，批判和纠正物质主义、一夜暴富和奢靡消费等

不良风气。通过营造一个崇尚奋斗、尊重劳动、鼓励理性的社会文化环境，可以从根本上缓解家庭因外

部攀比而产生的财务压力与心理焦虑，为财经素养教育的内化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 

5.2. 中观路径：学校教育与社区协同的推进 

学校和社区是连接国家与家庭的中间环节，是财经素养教育系统化、规模化推进的关键阵地。 
深化与活化学校财经素养课程体系。《中国财经素养教育标准框架》为我国学校开展财经素养教育

提供了权威指南。未来的实践应在此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其价值内涵，尤其应将“财富与人生”这

一维度作为核心进行延展教学，将审慎稳健、和谐共享、长远发展的价值观有机融入课程内容。这正是

为了研制出符合我国主体价值追求、文化习性和学习者特点的本土化标准。 
借鉴国际经验，创新教育实践模式。美国高校在财经素养教育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多元

化的模式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各级学校与教育机构可以因地制宜，探索和推广： 
课堂本位模式：在中小学及大学开设兼具知识性与价值性的个人理财或家庭财务管理课程。 
项目本位模式：围绕“双十一”消费、防范金融诈骗等现实议题，组织专题研讨会、社会实践和项目

式学习，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个体咨询模式：在高校设立学生财务支持中心或引入朋辈辅导，为面临学费贷款、消费困境的学生

提供个性化的咨询与指导。 
强化“政校社企”的协同合作。财经素养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力量的协同合作。应

鼓励学校与地方政府、社区中心、金融机构、公益组织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教育资源、培训

师资、举办面向学生和家长的普及活动，形成教育合力，打通财经素养教育进入社区和家庭的“最后一

公里”。 

5.3. 微观路径：家庭内部的实践与传承 

家庭是财经素养教育的起点和最终的落脚点。家庭内部的氛围与实践，直接决定了个体财经价值观

的形成与巩固。 
倡导开放平等的家庭财务沟通。打破“谈钱伤感情”的传统禁忌，将财务沟通作为家庭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建议家庭设立定期的“财务沟通日”，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可以就家庭收支状况、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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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储蓄目标等进行开放式讨论，共同制定预算。这种沟通不仅能有效化解潜在的财务矛盾，更能培

养家庭成员的共同责任感和团队意识。 
建立以幸福为导向的家庭财务决策习惯。在进行重大的财务决策时(如购房、投资、大额消费)，家庭

应将“这项决策能否增进我们家庭长远的幸福感”作为核心考量标准，而不仅仅是计算其经济回报。这

要求家庭成员共同评估决策可能带来的财务压力、时间成本以及对家庭关系的潜在影响，学会为了家庭

整体的安宁与和谐而做出必要的取舍。 
强化父母作为价值观传承的第一责任人。价值观的传承更多依赖于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父母是子

女财经素养教育的第一任老师，其自身的消费习惯、储蓄行为、风险态度以及对财富的看法，将直接塑

造子女的“金钱观”。因此，父母应努力提升自身的财经素养，为子女树立一个理性、审慎、乐观、向上

的榜样，将审慎稳健、和谐共享、长远发展的价值理念，内化为代代相传的“家风”，这才是实现家庭幸

福之道最根本、最坚实的路径。 

6. 结论 

为应对中国家庭日益普遍的财富焦虑及现有财经教育“重术轻道”的偏向，本研究旨在构建一套根

植于本土文化、以家庭福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研究批判了以西方“理性经济人”为基础、单纯追求财

富最大化的教育模式，认为该模式无法导向家庭幸福，反而可能加剧“计算式焦虑”。通过借鉴日韩等

东亚社会的经验，以避免简单的中西二元对立，研究能更精准地定位“中国模式”。 
本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对中国传统“义利之辨”进行现代转化，并以此为基石，建构一个以“家庭福

祉优先”为原则的价值体系。该体系包含三大维度：审慎稳健，保障家庭财务健康，和谐共享，将财务管

理转化为促进家庭和谐的工具，着眼长远，实现家庭能力与幸福感的代际传承。最后，研究从宏观(政策

文化)、中观(学校社区)和微观(家庭实践)三个层面，探索了该价值体系的具体实现路径，为理论框架的实

践转化提供了方向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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